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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读者，都熟知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有过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

争。其中，中央红军和工农政权所在地的各场斗争

影响最为重大。

对这五次斗争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毛

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细腻的叙述和深刻的分

析，已形成普遍的共识。

然而，对情况异常复杂、毛泽东被迫一度离开部

队时发生的第四次反“围剿”，有的史学著作似乎缺

乏全局考察和具体分析，甚至存在误解。在一部很

有成就和影响的多卷本著作中，有一章“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其中

包括并列的两节：第三节是“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

‘围剿’”，第四节标题用词几乎一模一样，只改了一

个字而成为“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我并不

了解作者的想法，但这种表达很容易被理解成：第四

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思想都是“左”的，从而

引向以后的失败。这可能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多

少反映了认识上的含糊和片面性。第四次反“围剿”

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二、第四次“围剿”是蒋介石集团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次反“围

剿”？原因在于蒋介石集团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

地一再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没有极端残酷的“围

剿”，也就不会有反“围剿”。

为什么蒋介石此时发动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第四

次“围剿”，并且抱有极大的决心？这需要从当时国

内外局势的演变来观察和分析。

20世纪 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国政治生活接连

发生了几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1931年 9月，日本

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地区。

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猛烈攻

击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的呼声在

全国民众中沸腾。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的

最大变化。第二，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政府宣称中

国已经“统一”，但对蒋介石不满的阎锡山、冯玉祥、李

宗仁、张发奎等，手握80万重兵，公开揭竿反蒋，得到

国民党内一批政客的支持，双方兵力相当，一时难分

高下。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对蒋介石是生

死攸关的考验，自然一时顾不上再抽更多力量进行

“剿共”。直到9月中旬，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支

持蒋介石，阎、冯集团解体，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第

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众对民族危亡的愤怒迅猛

高涨，又由于国民党内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派

严重分裂并导致两广军人同南京政府对立，蒋介石不

得不在事变后三个月的 1931年 12月 15日辞去国民

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

宣布下野。这对蒋介石是极大的打击。可是，在南京

政府内部又难以找到代替蒋介石控制各方面势力的

人物。1932年3月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蒋介石为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由他统率南京政府属下的全部军

队。以后很长时间内一些官员通常称他为“蒋委员

长”。这样，他又有了可以指挥自己嫡系部队、地方部

队和各路杂牌军的“名正言顺”的权力。然而从被迫

下野到再度登台，一切需要全盘掂量，他的心情无疑

格外复杂。

这就是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时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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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重新掌握南京政府军事大权的蒋介石需要迅

速作出选择和决断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是否全力

北上抗日。抗日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最能得到绝

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这件大事他不能不有所考

虑。另一件是要不要继续以主力南下“剿共”。反共

是违反中华民族利益、受到大多数爱国民众痛恨和

反对的，而蒋介石内心最看重的恰恰是反共。在他

看来，这是关系生死成败的根本，但他也担心日本军

国主义者会步步进逼，担心激起民众的强烈怒火和

反抗行为。究竟如何决断，蒋介石仍有些两难。这

从 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前后他的日记中就

能清楚看出。

1932年 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所谈者为

北方问题，如不先掌握热河，则对日无从交涉也。外

交则不能强进，只有待机，中央则与汪合作也。此时

党国病入膏肓，对外无论如何危急，只有按步进行；

对于战争准备，尤不可急求。惟有尽我心力而已。

对于国内政治，亦只有尽力改革，不能急激求成

也。”①12月间他还在考虑：“昨夜半醒后，思虑倭寇赤

匪与华北处置。”②反共和抗日两者的轻重安置，已经

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正是在这时召开的。

进入1933年，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的决心已经

下定。他在1月20日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赤匪与

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明

末之寇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

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③29日，他在日记中

又明白地写道：“余决先剿赤匪而后对日，此次来赣，

即所以决定大政方针也。”④他指明，这次“围剿”不是

发动一次通常的战役，而是实现他心中关乎全局的

“大政方针”的关键举措。不难看出第四次“围剿”在

他全盘谋划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状况

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重中之重自然是

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体范围

在赣西南和闽西的农业地区，居民有300多万人。这

个地区已经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居

民多已由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组织起来。中央苏区

内部基本上肃清了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在 1930年 8
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

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兵力约 3
万多人，大多是翻身农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取得

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时正值“左”倾错误取得统治地位的中共六届

四中全会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关系

一再变动，有些混乱。1930年 10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

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各苏区的

工作。周恩来正在上海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一时难以离开，只能由项英先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暂

代书记一职。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又在1931年3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

代表团到瑞金，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关系变得

十分复杂。这年12月，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苏区中

央局书记。

摆在中央苏区面前的各种问题中，最突出的是

军事问题。此时，正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

反“围剿”之间，国共双方的军事决策和部署尚未完

成，仍处在局部拉锯式的战斗中。红军在这以前进

攻过赣南重镇，没有成功。1932年1月，临时中央作

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要求把中央苏区同周围苏区连成一片。毛泽东、周

恩来复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

难。临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至少选一个重要城市攻

打。苏区多数领导人当时对赣州守军兵力估计过低

(原来以为只有8000人，实际上有18000人)。红三军

团苦战一个月，只能退出。这是一次失败。接着，苏

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由东路军攻占福

建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漳州。毛泽东在 5月 3日给

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写道：“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

完全是正确的。”⑤这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夜有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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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拉锯式战斗，还谈不上反“围剿”的全局性的

胜负。

这次战役后，到达中央苏区不久的周恩来以中

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往军情日趋紧张的前

方，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组成前方军事最高

会议，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期间前后方产

生不少不同意见。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意

见，一再催促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并进攻

其他重要城市。由于意见不同，前方的周恩来等人

在 9月 23日致电中央局转中央，提出：“出击必须有

把握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

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

误。”他们主张：“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

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

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

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⑥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次反

“围剿”一贯的方针。

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

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宁都会议。会

上，留在后方的领导人集中批评毛泽东。苏区中央

局的《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写道：他们“提出由恩来同

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

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

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

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

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

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

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

到前方。”⑦

宁都会议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不过周恩来、

朱德对毛泽东历来十分尊敬，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听

取并推行他的基本主张。中央根据地的将士们早已

熟悉红军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

战略原则和战斗作风，有着强大的战斗力。这是下

一步取得胜利必需的条件。

这时，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尚未就

绪，双方的军事冲突暂时还处于局部性。临时中央

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强硬要求前方红军全力攻下

国民党军重兵坚守并有大量援军前来的南丰城，认

为这才符合“进攻路线”。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

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将红军主力秘密

撤至南丰西南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为以后第四次

反“围剿”胜利埋下了伏笔。宁都会议这场不算小

的风波，终究没能根本改变前方领导原定的作战路

线和方针。

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过程

第四次反“围剿”大体开始于 1932年底和 1933
年初之间，主要是在1933年初进行的。这以前，在第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虽然双方还经历过一系

列大小不等的战斗，但那还不足以构成一次全局性

“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

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已经敏锐地察觉蒋介

石的企图和部署，发出《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

紧急训令》，指出：“现在，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

绍良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

蔡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刘、卢、赵八个师及戴

岳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军及吴、孙、李、

许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

第四师来赣。”周恩来把它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认

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⑧

紧急训令对敌情的了解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2月 22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写道：

“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藩篱不治，遂致安

内攘外，兼顾两难。”⑨公然以国民党中央全会宣言的

形式清楚指明：“安内攘外，兼顾两难”，必须不顾“攘

外”，而以全力“剿共”。

一场规模更大的“围剿”行动就要开始了。

蒋介石把这次“围剿”看作实现他“大政方针”的

行动，对这次行动的军事部署下了很大决心，抓得很

紧。1933年 1月，他调集 30多个师、50多万兵力，分

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三路

中，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中路军称为“进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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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约 12个师、16万人，担任“围

剿”的主攻任务。在福建的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

粤北的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这两路都称为“清

剿”军，负责就地“剿办”。蔡廷锴、余汉谋都是粤军，

接近桂系，曾反对过蒋介石。因此，第四次“围剿”的

主力就是陈诚率领的中路军。这是蒋介石心目中最

可靠的嫡系王牌部队。

蒋介石在1933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赣

以后，进剿计划略定，调动军队开始，惟粤为桂方牵

累，不能如命，是亦无碍大计。”⑩从中可以看到，蒋介

石在 1933年初亲自到江西后“进剿计划略定，调动

军队开始”，足见这次对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大规模进攻(也就是所谓第四次“围剿”)是从1933
年1月开始行动的。蒋介石也明白，左、右两路粤军

虽有一定战斗力，但并不可靠，真正视为依靠的是陈

诚的中路军。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周恩来、朱德正在前

方，深入了解敌情，发扬以往三次反“围剿”的经验，

明确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3年 1月 23日，周恩来和朱德联名致电中央

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共中央，电文主题是“集中力量

消灭抚赣敌人是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电

文说：“在此时机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

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

国胜负所系。”这个意见抓住了应该集中力量解决

的“关键”，奠定了第四次反“围剿”成功的基础。

1月27日，周恩来在作战过程中致电中央局、中

央政府并转中央：“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

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

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

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这是要根据敌方军事部

署的变动，夺取先机，以破坏敌方的进攻部署。

1月30日，周恩来以“消灭敌人主力是取得坚城

的先决条件”为主题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十分明确

地表示：“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

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

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

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

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

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

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这种坚

决反对当时中央提出的重在取得坚城的错误思想、

主张消灭敌人主力是取得坚城先决条件的主张，是

多么宝贵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精神财富！

这些指导方针明确、中肯、坚决，是第四次反“围

剿”能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对第一、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指导方针的直接继续和丰富。第四

次反“围剿”取得的巨大胜利，正是按照中国共产党

内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历来的设想一步一步发展

的，是不容忽视的。十分重要的是，第四次反“围剿”

不仅在战略思想上总体是正确的，同前三次反“围

剿”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严重的争执和曲折)，而且在

战争实践中取得了歼敌的事实成果。

中央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

地域有很大发展，以广昌、宁都、瑞金为根据地，向四

周发展游击作战，并采取重点突破的战术，有着较宽

裕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军队在1933年1月初开始第

四次“围剿”行动。其主力中路军原分驻赣江两岸的

吉安、泰和、安福、吉水等地区，这时移驻宜黄、临川

准备发动进攻。然而他们同民众完全脱离，不仅行

动迟缓，还很快被红军侦知。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

主动战术，集中第一、第五军团等主力，全歼黄狮渡

守军一个旅，并向临川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原定

部署。

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分进合击”的

方针，开始向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中路军

(第一纵队)指挥官是第五军军长罗卓英，他长期担任

陈诚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第一纵队下辖第十一、

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部队的各级军官很多是黄

埔生，武器装备、训练和给养都较好。这是中路军的

主力，也是周恩来1月30日电报所说的“消灭敌人尤

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中所指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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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如此众多，又较精锐的武装集团，怎么能够

轻易地被分割消灭？看起来真有些奇怪。据此时正

在该军的杨伯涛回忆：“这时，(国民党的)军指挥机构

还没来得及成立。辖第十一师驻临川东馆附近，但

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远在安福、吉安一带，还隔

一道赣江，需作数百里的长途行军，才能到达宜黄、

乐安间的战略展开位置。为了保守秘密，有人建议

陈诚应该绕道远后方，经白区安全地带再向属于苏

区的黄陂作正面开进。但由于陈诚的一贯轻视红

军，在蒋介石面前急功邀宠，中路军总部竟命令该两

师取捷径经吉安、永丰到达乐安。在乐安又停留数

日，再由乐安进入苏区作侧敌行军。令其第十一师

由临川现地出发，经宜黄到黄陂、东陂与该两师会

合。”这样，中路军第一纵队三个主力师不但没有很

快握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反而形成便于红军各个

击破的格局。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群众

得到广泛发动，还有着一定的武装。国民党军队虽

装备较好，但对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情况却有如两眼

漆黑，不知所措。时任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的萧劲光

回忆道：“在此期间，我地方游击队在主力红军行动

的左右积极活动，使敌人捕捉不到我真正的主力所

在，直到伏击战打响，敌人还以为是游击队。”

时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说：“黄陂

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

谷地带，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

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

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

山头。”

2月 26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部

从乐安出发向黄陂前进，对红军十分轻视。行至鲛

河高山鞍部，队伍拉得很长。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占

领两侧阵地，突然展开猛攻。李明最初还以为是游

击队，该师正在蜿蜒数十里的山地隘路行军，无法集

结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部队被红军截成数段，

团与团、营与营之间的联络俱为隔绝，陷于各个被围

的态势。激战五六个小时，李明中弹落马，伤重死

去，该师全部被歼。

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 2月 20日从乐安以东出

发，向黄陂前进，“获悉红军第五军团昨夜由东边出

发，走了 80多里路刚刚到达这里”。他们已听到第

五十二师的枪炮声，但情况不明。于是决定在现地

占领阵地，企图同第五十二师取得联系。28日凌晨

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紧紧包围。激战后，第五

十九师也溃不成军，基本被歼，师长陈时骥被俘。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回忆

说：“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可以了如指掌。而敌人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敌人对我军

的行动毫无所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

师分两路南进，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摆成一字长

龙前进。“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发起突然

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将

该两师之敌全歼。”“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缴枪一万

五千余。”

现在轮到粉碎国民党军中路军主力第十一师

了。第十一师是陈诚部中的骨干。当时流行把陈诚

的部队称为“土木系”。其中的“土”字就是由第十一

师番号中的“十”和“一”合成而来(以后以第十一师为

骨干扩编为第十八军，“木”字就是由“十”和“八”合

成而来)。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相继失利时，第十一

师已行进到黄陂方面，只救援收集到第五十九师一

些残部。第十一师师长萧乾认为该师在1932年解赣

州之围时，曾给红军沉重打击，因而骄傲自满，对红

军有轻敌心理，继续孤军奋进。

3月 20日，第十一师抵达宜黄东陂以南的草台

冈。这一带地形复杂，高山重叠。据时任第十一师

旅长的黄维回忆，第十一师对当面红军情况，原来毫

无所知，只是盲目前进而已。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到

达草台冈附近，受到红军有力阻击。他们从被俘红

军士兵处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已集中到这

地区附近来，准备要打第十一师。他还说：“次日将

近拂晓以前，红军首先由霹雳山方面发动猛攻，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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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冈东西两面红军也展开了攻击，于是形成了南端

以霹雳山为中心顶点的马蹄形的包围攻击，势极猛

烈。对于第十一师的各个阵地支撑点(据点)都同时

用其突击部队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不顾牺牲地向

之反复突击。如是全面激烈战斗到将近中午，在第

三十二旅的阵地方面，首先是第六十六团在霹雳山

的阵地被红军突破了。虽然该旅是一个山头一个山

头的顽强战斗，但是红军所突破之处，逐渐扩张，以

致不可收拾，使第十一师逐渐全线崩溃溃退，但战斗

一直持续到下午接近黄昏，才完全结束。”

黄维还生动地讲到陈诚在得知第十一师溃散时

的情况：“当他由电话中接到第十一师溃散的报告

后，当时就脸色苍白，手拿着电话发抖，并问他身边

的樊崧甫说：‘第十一师失败了怎么办？’樊回答说：

‘再不要逞英雄了，要立即电报蒋介石，老实说，没有

把握，请求增派大军来江西，仗不是你包打得了的。’

正在这顷刻之间，陈诚急得吐了几口血(樊是当时第

七十九师师长，是陈诚任见习官、排长时的连长，两

人私人关系很密切。以上情形是樊传说出来的)。”

参加消灭第十一师战役的红军师长李聚奎在回

忆录中写道：“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

高约五六百米，山坡陡峭，易守难攻。”“黄柏岭战斗，

我军虽然伤亡较大，但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

民党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敌师长肖乾和他们

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们击伤，击毙了

三个团长，打死敌人两千多人，俘虏敌人一千七百

多，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军在黄柏岭的大捷

宣布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在极短的几天内

溃散，让蒋介石策划已久的第四次“围剿”化为泡影，

再也无法打下去了。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重大胜利？除

了红军的高度政治觉悟、英勇无畏、作战灵活外，自

然也同作战具体指挥有关。周恩来后来讲到第四次

反“围剿”的体会时说，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

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

的。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张宗逊回忆道：“红一方

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领导下，仍然是根据毛泽

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乘

敌军‘围剿’部署尚未完成，诱敌深入就范。尔后采

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

五、结语

现在回过头来再探讨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

“围剿”应该怎样评论。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当时的事实为出发点。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度被迫下

野，一·二八事变后又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难极端深重的状况下，他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

会前后不顾国人指责，继续把“围剿”中国共产党置

于“挽救民族危机”之前，并且设立委员长南昌行营，

经常亲驻江西，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把

它作为关乎全局的“大政方针”、他心目中的头等大

事。以前，国民党的“围剿”军大多是调用地方军阀

的部队，第四次“围剿”的主力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

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部队，并且把它放在第一线，寄

以极大的希望。1933年1月5日，他致电陈诚：“昨未

见来杭，中(正)定本日回京，望即来京一晤，以中须即

日离京也。”一周后，他又致电正在江西抚州的陈诚：

“昨电谅达。希积极负责进剿，如兵力不足，第十师

及独立三十二旅亦可参加。此时须集中有力部队于

一路，断绝其窜回老巢之路，故须先进占要点，使其

来攻，相机而聚歼之。本日汇十万元谅到。”他直接

给陈诚的函电、指示、商议非常多，可见他对陈诚信

任之深、期望之殷，以为这一次“围剿”在陈诚具体主

持下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周恩来、朱德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

剿”的经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迅速围歼对方主

力。当时，陈诚中路军的主力共三个师。红军在周

恩来、朱德指挥下，以大兵团伏击战的方式，利用恶

劣天气和险恶地形，在敌军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几天

内全歼这三个师，不仅速度极快，而且给敌人以毁灭

性的打击。国民党第十八军训练科科长周上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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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部在第四次“围剿”中被歼记》一文中写道：“第

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号称3万之众，仅逃来宜黄20余
人，有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模样，结结巴巴说不出

话来。”蒋介石、陈诚视为可靠的精锐部队如此迅速

地被歼，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3月 3日，蒋介石致陈诚“万急”电并转各路官

兵：“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

固冈、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此乃为本军未有

之惨事……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6日，他又给

陈诚“手谕”，写道：“此次错失，悽惨异常，实为有生

以来惟一之隐痛。”蒋介石以“有生以来惟一之隐

痛”来自责，实属罕见，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四次反“围剿”给予一向目中无人的蒋介石的打击

是何等不同寻常。把这句话反复玩味一下，不难恰

当地判断第四次反“围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应处

的地位。

对陈诚这位爱将，蒋介石也不得不给予严厉处

分。他于4月8日颁布手令：“该总指挥骄矜自擅，不

遵意图，着即降一级，并大过一次，以明功罪，而昭赏

罚，此令。”

当然，不能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没有任何

失误。如这次战役后期东方军的入闽作战是不适当

的，但这终究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影响对第四次反

“围剿”的总体评价。

再来看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第四次反

“围剿”怎样看。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在

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

时距第四次反“围剿”只有三年多时间。

他对第四次反“围剿”及其背景作了一段简明而

中肯的论述：“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

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

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

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

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

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

打破了。”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个‘围剿’就基本

地打破了。”这是一句历史结论。蒋介石花了那么大

力量组织起来的第四次“围剿”，尽管也经过一些起

伏波折，最终还是被打破了，而且失败得十分惨。红

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最后是胜利了、成功了。这是

对第四次反“围剿”应有的基本历史评价。应该牢记

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不能

把他这种重要论断淡化以至忘却了。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第四次反“围剿”，多持肯定

态度。他在总结反“围剿”经验时，第一条是“必须打

胜”，要求“确有把握而后动手”。他在列数第一、第

二、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后，接着写道：“第四次反

‘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

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

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

之大……”这段话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围剿”中的

作战指挥，但也指出胜利后向福建进攻时“惧怕根据

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

果都证明不对”。

在谈到速决战要充分估计各方面情况时，毛泽

东写道：“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

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

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

就熬了整整的一年。”在谈到歼灭战时，他写道：“对

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

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

‘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

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不

难注意到，当毛泽东谈到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时，总

是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成果和经

验并举。对第五次反“围剿”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它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从这

种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次反“围剿”同第五次反“围剿”作了严格区别。

红军高级将领中类似的评论很多。萧劲光认

为：“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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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领导，然而，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前三次反‘围

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毅然撤围南丰，实行战

略退却，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

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分割敌人，然后集

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

的重大胜利。”

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情况确实同前四次根本

不同。那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

根据地，大权独揽，全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推翻前四次反“围剿”时的正确路线方针，提出“御敌

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敌人拼

消耗。再加上临时中央在政治、经济、群众工作等方

面一系列“左”的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简单地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同第五次反“围剿”的根本

不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

事业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篇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论文其实并没有什

么新见解，不过是重述前人已有的见解，并同学术界

一些稍有差异的提法尝试进行些探讨。学术进步有

赖于在正确前提下的多家争鸣，如果这篇文章有不

正确之处，同样希望得到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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